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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生態學運動」（deep ecology movement）直接起因於對二十世紀60年代以

來的主流環境運動的不滿和反叛，而在政治上延承60年代「反文化革命」（counter-

cultural revolution）的激進傾向。1972年，挪威哲學學者奈斯（Arne Naess）在

「第三世界未來研討會」上作了一個題為「淺的與深的、長遠的生態學運動」的演

講。翌年，演講內容以概要的形式刊載於《探索》（Inquiry）雜誌春季號。此後，

一個受到壓抑的激進環境主義潛流開始在「深生態學」的名稱之下匯集，逐漸形

成以「生態主義」（ecologism）1為訴求的政治運動。

一　基本信念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深生態學」是通過與主流環境主義（「淺生態學」）的區

分確立起來的。按照奈斯的¡述，淺生態學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只關心人類的

利益；深生態學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和整體主義的，關心的是整個自然界。淺生

態學專注於環境退化的癥候，如污染、資源耗竭等等；深生態學要更進一步地

追問環境危機的根源，包括社會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在實踐上，淺生態學要

求改良現有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深生態學則主張重建人類文明的秩序，使

之成為自然整體中的一個有機部分2。

深生態學的理論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最高前提」、「生態智慧」以及「綱

領或原則」。「最高前提」指的是一個與現代社會主導的個體主義和還原論

（reductionism）相對立的整體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認為，人不是與自然相分

離的，而是自然的一個部分；包括人在內的所有存在物的性質，是由它與其他

存在物以及與自然整體的關係來決定的。在深生態主義者看來，要達到這一認

識，只能靠直覺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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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生態主義者認為，我們一旦體認

到自然的整一性和個體的關係性，便會

具有一種「生態智慧」（Ecosophy T），即

兩個終極規範或直覺：「自我實現」（Self-

realization）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生命中心

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或「生物圈平等

主義」（biospherical egalitarianism）。「自我

實現」是人類精神向非人類存在物以至自

然整體認同的過程。這個「自我」（Self）不

是傳統意義上的「自我」（ego, self），而是

「深廣的生態自我」3。在自我實現中，人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無所不在的關

係物；自然也不再是與人分離的僵死的客體，而是「擴展的自我」。因此，自我

實現不只是某個個體的自我完成，同時也是所有事物的潛能的實現。奈斯以「最

大化共生！」、「最大化多樣性！」、「成己成物！」（Live and let live!）來形容之4。

於是就到了第二個終極規範。「生命中心平等的直覺是生物圈中的一切都同樣擁

有生活、繁榮並在更大的自我實現中展現其個體自身和自我實現的權利。這個

基本直覺是生態圈中所有機體和存在物，作為相互聯繫的整體的部分，都具有

內在價值（intrinsic worth）。」5

「綱領或原則」（platform or principles）即奈斯和塞申斯（George Sessions）在

1984年提出的八項深生態學運動基本原則。這是一個以「生命平等」為基礎，同

時具有廣泛包容性的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c）政治宣言6。

其實，以上是簡約的¡述，而對於三個部分的意義和關聯的理解，在深生

態學運動內部是有歧義的。在奈斯的主要著作中，「最高前提」和「生態智慧」被

置於第一層次，「綱領或原則」是第二層次，以下還有「普遍規範結論和『事實』假

說」以及「具體規則或適用於具體情況的決定」兩個層次；從第一層次向下是「邏

輯推導」，從第四層次向上是「追問」。在第一層次，奈斯以眾多文化傳統為援：

基督教、佛教、道教（道家）、巴哈依教（Baha'i）以及哲學，如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海德格爾（Martin Heidergger）等

等。其他深生態主義者和研究者把這個表單開列得更長，包括了生態科學、「新

物理學」，幾乎所有西方「非正統的」哲學和文學，乃至整個「世界宗教」7。

深生態主義者有意忽略這些宗教和文化的基本差異，主張從一種「精神的」

或「靈性的」（spiritual）意義上來領會其內在的一致性，從而使整個運動帶上了濃

厚的唯靈論色彩。在這個方向上走得最遠的大概是福克斯（Warwick Fox）。他在

《走向超個人生態學》（Toward A Transpersonal Ecology）一書中宣稱，深生態學

即是「自我實現」的思想，以致塞申斯不得不出面澄清。塞申斯認為，福克斯的

「超個人生態學」加劇了深生態學運動已存在的混亂。他說，奈斯1984年提出「八

點綱領」，是要以此取代1972年「第三世界未來研討會」上的論文，作為對深生態

學運動的當代定性，而以「自我實現」為中心的「生態智慧」是奈斯的個人思想，

不構成「八點綱領」的一部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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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種認定，奈斯原則上是同意的，他說：「深生態學運動內部的基本原

則是宗教或哲學的基礎部分。在不嚴格的意義上，它們可以說是從原理

（fundamentals）推導出來的。因為原理是有差異的，所以此一情形只是提示我

們，十分相似甚或同一個結論可從全然不同的前提引出。原則（或綱領）是相同

的，前提可以各異。」9他告誡深生態學運動支持者不必去尋找一個確定的哲學

或宗教，甚至對他自己提出的體系也不必太認真，因為「創造性思想是居無定

所的」bk。奈斯的意圖很明白：所謂「體系」、「哲學」、「宗教」，不過是入門的引

子；作為一場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深生態學言說的目的是要在參與者之間建

立起基本的政治認同，此後的行動才是重要的。正如另一位深生態主義者號召

的，「當務之急」不是「耍哲學嘴皮子」，而是環境行動和「社會變革」bl。

二　影響與指責

深生態學對當今的綠色運動影響深遠，有時竟成為整個綠色政治運動的同

義詞。其影響面覆蓋北美、西歐和日本，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世界，正

在擴大的影響也不可輕視bm。按照盧克（Tim Luke）的歸納介紹，遍布發達國家

的「護地」（place defense）組織的行動，如反對修建新水壩、電站、機場、高速

路，反對木材項目和疏浚引流計劃，都是基於深生態學的觀念。對新核武裝

置、核電站、軍事基地以及通訊網絡的生態抵制，通常以深生態學為指導。許

多激進行動者，像美國西南部和太平洋西北部的「生態襲擊者」（eco-raiders）或「破

壞者」（monkey-wrenchers），都受深生態學影響；另一些行動團體，包括「地球

至上！」（Earth First!）、「綠色和平」（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海洋守護者」（Sea Sheperds），以及形形色色的綠黨，也和深生態學有

近親關係。「易言之，深生態學儼然已成為一個支持眾多流行社會運動，捍N日常

生活質量，以使之免受政府和跨國商業進一步理性化損害的重要理論力量。」bn

深生態學儘管有如此大的影響，然而，自從提出以來，它一直受到多方詰

難，以「腹背受敵」形容其處境實不為過。在諸多批評中，最激烈的是政治指責bo：

深生態學往好'說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往壞'說在政治上是反動的。此種

幼稚源於過份迷戀個人的價值觀、意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革構成社會變革的

原動力這個觀念。唯其如此，它無力應對由強權造成的問題從而阻止政府

和企業執掌的變革。這'缺少一個關於如何實現非中央化的生物區域社會

（decentralised bioregional society）的現實主義的政治學，也沒有關於資本主

義（與通常所謂「工業主義」相對）為何玷污環境的確切分析。

深生態主義者推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變革方式是這個運動本身的唯靈論

傾向的自然結果，所以不能指望他們提出一個有力的社會理論和實質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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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佩珀（David Pepper）的以上¡述，其實已表示了他自己的生態馬克思主義

（eco-Marxist）視角。不過，這還算比較客氣的。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創立

者布克欽（Murray Bookchin）的批評要嚴厲得多，他把深生態學描繪成一個「雜糅

u好萊塢與迪士尼」，「攙之以道教、佛教、唯靈論、重生的基督教甚或生態法

西斯主義（eco-fascism）說教」的怪物。

直白地說，深生態學窮盡其社會修辭，也沒有明白生態問題植根於社會和

社會問題。它宣講關於一種「原罪」的教義，譴責一個含糊不清的叫做「人

類」的物種，彷彿有色人和白人、女人和男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窮人

和富人、被剝削者和剝削者都是相同的。這種含糊不清的無差別的人類，

被視為一個「人類中心主義的」（anthropocentric）東西——大概是自然進化的

一個邪惡產物，它在這個星球上過度繁衍，「吞食」星球上的資源，毀壞星

球上的野生生命和生物圈⋯⋯

布克欽認為如此把人的社會存在「動物學化」將引致一種「反人道的生態獸性」

（anti-humanist eco-brutalism）。「地球至上！」的領導者弗曼（David Foreman）曾經

說過一句話：「人類」是生命世界的癌症。布克欽驚訝，此種世人早已在奧斯維

辛（Auschwitz）領教過的野蠻的「生態獸性」，半個世紀後竟在自稱深生態主義者

的人身上重現：這些人深信饑荒是自然的「人口控制」，應當限制移民進入美國

以保護「我們的」生態資源。弗曼在接受德韋爾（Bill Devall）訪談時公然反對援助

饑荒中的埃塞俄比亞：「讓自然尋求自己的平衡，讓那§的人們挨餓好了。」布

克欽憤怒的是，面對弗曼的言論，這位深生態學教授竟然無動於衷，以致他要

把深生態主義者叫做「『深』馬爾薩斯主義者」（“deep” Malthusians）bp。

布克欽雖措辭刻薄，火氣過盛，但確實擊中了深生態主義者的軟肋。深生

態學運動「八點綱領」的第四點是：「人類生命和文化的繁榮與人口的大幅減少

並不矛盾。非人類生命的繁榮要求人口減少。」bq除去其明顯的生態中心主義立

場，此一斷言在理路上和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積極抑制」思想

一脈相承。在環境糾紛高度政治化的當代世界中，這個輕易的斷言是經不起任

何實質的詰問的。對於像印度學者古阿（Ramachandra Guha）從第三世界立場提

出的「生態帝國主義」指責，以及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從女性主義視角提出

的「反人道主義」指責，深生態主義者其實是無力作出有效回應的br。

三　結 論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經區分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和生活

政治（life politics）兩個概念。解放政治是一種努力將個人和群體從不利於其生活

機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觀點，主要包含兩個因素：一是力圖打破過去的枷

鎖、面向未來的改造態度，二是力圖克服某些個人或群體對另一些個人或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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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法統治。生活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關涉的是「後傳統背景下」自我實現

過程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在那§全球化的影響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

中，反過來自我實現的過程又會影響到全球化的策略」bs。

按照這一區分，深生態學運動首先應歸入解放政治的範疇，因為作為60年

代「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的激進繼承者，它預設了一個基本的政

治目標，即以生活方式反抗主流社會的壓迫。深生態學受到的諸多指責，包括

來自馬克思主義的（佩珀）、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混合的（布克欽）、女性主

義的（麥茜特），以及反殖民立場的（古阿），都是在解放政治的範圍內開展的。

如吉登斯指出的，反抗壓迫的意向徒有形式的意義；解放政治只有在進行

必要的政治區分之後才具有實質內容。對於馬克思，要區分的是階級，具體地

說，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於非馬克思主義者，是種族或性別的區分，統

治與服從群體的區分，富國與窮國的區分，代與代的區分，等等；而對於深生

態主義者，則是人與環境、或人類與非人類生命的區分。從這個狹義的「建構

主義」（constructivist）層次上說，深生態學只要提出一個區分，就必定會受到基於

別的區分的政治哲學的攻擊。

然而，問題遠不止於此。深生態學所做的區分是對傳統政治區分的「顛

覆」，因為「自然」或「生物圈」首次作為受到不正當對待、要求獲得解放的主體被

提了出來。從道德哲學或法理學角度爭論這個「主體」能否成立，其實是沒有意

義的。真正值得關心的是：提出此一「主體」的行為本身出於何種權力訴求？反

過來，此一「主體」又折射u何種權力關係？

杜依（Mark Dowie）的一句話道出了深生態學的真身：「美國是有史以來第一

個把它的環境想像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的文明。」bt這句話的深意不在於指出深生

態學與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以降的美國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t）思想傳

統的精神聯繫，此種聯繫盡人皆知；而在於它挑明了深生態學運動天生具有的

「美國性」。這§所說的「政治運動」首先不是深生態學，而是二十世紀初的兩個

對立的保護主義：平蕭（Gifford Pinchot）領導的資源保護運動（conservation

movement）和繆爾（John Muir）領導的自然保護運動（preservation movement）。在

美國環境保護史上，繆爾一直受到平蕭壓抑，以致自然保護主義的影響長期只

限於荒野保護領域。60年代的環境運動主要延續平蕭的路線，而深生態學的「造

反」是要把那個被壓抑的運動釋放出來，並且擴展到全世界。深生態主義者對全

球荒野保護情有獨鍾即是一塊洗不掉的胎記。

這個歷史線索對於辨識深生態學運動的社會修辭與實質的政治訴求之間的

微妙關係是至為重要的。來自發達世界內部的批判充其量只是揭示了其修辭的虛

假性，而無法抵消它的政治意義。實際上，深生態學的激進性質是一種姿態或

策略，其目的是迫使主流社會倫理話語的操持者放棄權力壟斷轉而尋求妥協。另

一方面，由於特定的環境保護史背景，深生態學運動一旦延伸到意識形態、社

會制度和發展水平都相異的那一部分世界，則可能導致無法預料的政治後果——

此種情形已經出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古阿把極力推動第三世界荒野保護的

精英們稱作「荒野十字軍」，並指責深生態學「加劇了美國運動忽視第三世界內部

杜依說：「美國是有史

以來第一個把它的環

境想像變成一場政治

運動的文明。」這句

話挑明了深生態學運

動天生具有的「美國

性」。古阿指責深生

態學「把一個在文化

上植根於美國保護史

的運動批發、移植到

地球上其他地區，只

能導致那Ñ的人群在

社會中背井離鄉。」

來自發達世界內部的

批判充其量只是揭示

了其修辭的虛假性，

而無法抵消它的政治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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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緊迫的環境問題的傾向。⋯⋯把一個在文化上植根於美國保護史的運動批

發、移植到地球上其他地區，只能導致那§的人群在社會中背井離鄉。」ck這不

僅是一個理論立場問題，而且是現實的政治判斷。它標明了深生態學作為植根

於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世界的社會運動的合理性限度。

但是，所有對深生態學運動的批判都忽略了它在生活政治領域的可能性。

吉登斯曾經指出：「與地球的生態系統破壞所帶來的威脅作鬥爭，是與遠不同於

個體行動層面的全球性合作反應的要求聯繫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除非每個個

體都作出反應和調適，否則這些威脅是不能夠有效地加以抗拒的。」cl這個看似

淺顯的道理，卻可以使深生態學在生活政治領域獲得有意義的空間。當然，它

首先必須在理論策略上作出調整。近年在英語世界興起的受生態主義、尤其是

深生態學思想鼓舞的「生態批評」（ecocriticism），即是此類努力的一個範例。

儘管這個「運動」的策動者時常說些大而無當的話，其中心意向還是清楚

的。生態批評的出現基於這樣的信心：環境危機不只是政治、經濟等等方面的

危機，也是一個關乎環境想像的問題。如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在評論關

於物種滅絕的爭執時說的，「只有自然被帶入人們的日常意象，帶入他們所說的

故事，它的美和它的痛苦才能夠被看見、被注視」。所有環境主義努力的成功最

終並不取決於「甚麼高超的技術，或甚麼玄奧的科學」，而是取決於「一種心靈狀

態」cm。一位生態批評家在曲折細膩地比較了奧斯汀（Jane Austen）和哈代（Thomas

Hardy）的「文化與環境」的主題之後，深情地寫道cn：

和「意識」這個詞在一起吧。生態批評始於意識的覺醒；關於物種的歷史，關

於人類的環境意識持續表現於其中的神話般的結構，它有許多話要說。但

我總感到它最終的價值將顯現為意識的形式：它培養一種專注，一種對詞

語、對世界的協調感——它確認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錯綜因緣，並因而有能力

在貧乏的後現代文化決定論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千年科學（millennial science）

的生物（尤其是遺傳）決定論之間的危險深淵上架起橋樑。

這是一個誘人的前景，一個從危機立場進入被現代知識壓抑的關於文明與自然

的古老¡事的前景。在現代秩序的「另一邊」，深生態學思想能夠通過個人的自

我認同和公共生活倫理的塑造產生一種抵禦和創造的力量；在此意義上，它所

啟示的「智慧」終究會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虛假對立之外獲得一個真實的生活

政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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